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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及其演进
＊

郭 循 春

内容提要 自 1873 年日本开始施行征兵制以来，日本军部逐渐构建起一套有别于内
务省体系、属于军部的国民“统制”机制。军部在明治时期，通过强化征兵制、构建退役军人
管理制度来奠定该机制的基础; 在大正时期，通过建立役前青年“统制”制度来强化该机制;

昭和初期，又通过镇压反军运动、宣传对外战争来验证、巩固该机制。这个机制以征兵制为
核心，以“良兵良民”思想和“良民良兵”思想为指导，以服兵役前的青年、现役的士兵、退役
后的在乡军人为对象，依赖各地方师团、基层连队来维持其运转，构成了近代日本军队维护
社会治安、发动对外战争的一个支柱。

关键词 日本军部 征兵制 国民统制 在乡军人会 青年训练所

近代日本，从思想观念到政治进程，从城市的规划到国民生活，无不深受军事因素的影响。研究
此种军事因素的关键在于军队，研究军队的关键则在于其与政治、国民之间的关系。日本历史上武
家政治的影响、天皇制政体的存在、政府有意为之的军国教育、统帅权独立的制度设定、不断推进的
对外战争等因素，使日本在近代历史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暂时期除外) ，总呈现出一种“军事
优先”的特征。这一特征，再加上军队( 陆军) 驻扎地与所辖士兵籍贯相同的征兵制度的影响，使得
军部能够构建起一套自上而下监督、影响、引导国民的“统制”机制①。针对这一机制，国内学界已有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帝国在乡军人会与侵华问题上。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丰富，但是大多数研
究者将征兵制、在乡军人会、青年训练所、学校现役将校配属制度等作为独立的问题点分别解读，缺
乏对相应制度的发展过程、节点、巩固等问题的机制性研究②。本文尝试在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利
用陆军省档案等资料，结合近代日本教育史、军制史的内容，将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做一更系统、

更明晰的论述。

本文以近代日本陆军而非海军构建的各种军民关系制度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与陆军相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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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日本官方对共产党的认识与政策研究 1921—1945”( 项目编号: 20YJC770010) 的阶段性成果。
“统制”一词采取日语概念，即统一管理、统一行动、使协调一致的意思。例如，《国语大辞典》中该词的解释为: “多くの物
事を一つにまとめ収めること; 一定の方針に従って制限と指導すること”( 小学館: 『国語大辞典』，小学館 1995 年，第
1755頁) ，强调的是统一化、协调化，所谓“统制派”即指此意。中文的“影响”“控制”“统合”“管理”等词汇均难以完整表达
其涵义，故本文直接使用了“统制”一词。
加藤陽子:『徴兵制と近代日本』，吉川弘文館 1996 年; 遠藤芳信:『近代日本軍隊教育史』，青木書店 1994 年; 平原春好:『配
属将校制度成立史の研究』，野間教育研究所 1993 年; 由井正臣:『軍部と民衆の 合』，岩波書店 2009 年( 本书标题与本文
相近，但全文只有第五章和第六章介绍了“国民统合”问题，且论述集中于总体战思想及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在乡军人会) ; 松
下芳男:『明治軍制史論』，国書刊行会 1978 年; 大江志乃夫:『天皇の軍隊』，小学館 1982 年; 一濑俊也:『近代日本の徴兵制
と社会』，吉川弘文館 2004 年; 原田敬一:『近代日本の軍隊と社会』，吉川弘文館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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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数较少，战斗力以舰船为中心，且驻扎地只在个别城市和军港，无法与基层社会形成紧密的联

系。虽然海军省为海军退役人员组织了类似于在乡军人会的海军协会，但其规模一直很小，未能像
陆军一样发挥国民“统制”的作用①。另外，因篇幅所限，本文对于已有较多研究成果的征兵制本身
着墨较少，而将围绕征兵制衍生的各种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历史发展顺序上，明治维新后，日
本政府先建立征兵制，然后建立针对退役人员的“统制”制度，最后建立针对役前青年的“统制”制
度，所以本文也按照先“役后”、后“役前”的顺序进行论述。

一、征兵制、帝国在乡军人会与“良兵良民”思想

征兵制是近代日本军队国民“统制”机制的基础。明治维新以前，军民界限分明，武士作为军人，
与普通民众是对立、威压、统治的关系。1873 年 1 月，明治政府颁布了《征兵令》，称“士非从前之士，
民非从前之民，均为皇国一般之民……全国四民男儿年至二十岁者应尽编入兵籍”②，打破了此前的
军民界限，使军从民中来，为后来军队与国民关系的变化提供了前提条件。明治初期，高层军政人物
职权模糊，如西乡隆盛、山县有朋等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领袖，因而不能认为他们主导制定的征兵制
是军部刻意为之的国民“统制”制度。但是，从任何一个角度说，征兵制都为后来军队的国民“统制”
机制奠定了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征兵区与基层部队驻扎地相同这一特点，使军队与民众关系极为紧密，便于基层军队对国

民产生影响。从 1871 年到 1888 年，日军实行“镇台制”，先后将军队划分为六个镇台，每一个镇台对
应一个军管区，一个军管区分两个师管区，每个师管区下分三个营所，每个营所设置一个连队③。
1873 年推行征兵制之后，每个军管区就是其所对应的镇台的征兵区，而征兵的基层单位就是营所，每
一连队的士兵都是来自于本营所内的“子弟兵”。1888 年开始，“镇台制”被改为“师团制”，每一镇
台即为一师团，相对应的部队编制名称及管区名称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连队区即为征兵区、某地士兵
须进入其家乡的连队服役这个特征一直延续了下来。这种特征密切了基层连队和地方民众之间的
联系，使各地方民众任何牵涉到兵事的行为，都有最近、最直接的“依附主体”和管制单位，为后来的
“良兵良民”思想、在乡军人会制度、召集制度、青年训练所制度等提供了基础条件。
第二，在征兵制的推行过程中，军队以“兵事课”等部门为支点进入地方行政体系，拥有了影响地

方民政问题的潜能，在后来推行各种“统制”制度而需要地方政府配合时，可便利地使用地方行政资
源。《征兵令》颁布以后，地方民众因多种原因逃避、抵抗兵役，导致征兵制此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为了应对抵抗和逃避兵役的问题，陆军大臣大山岩在 1881 年 9 月提出相应建议，其中一条为“增加

56

①

②

③

为推行“八八舰队”计划，实现海军军扩，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在 1917 年联合民间人士，模仿欧美的海军协会，组织了日本
的海军协会。但是其后很长时间内，国内外形势要求海军裁军，使得海军协会无所发展。在此期间，海军协会的活动主要
是进行海军、海事等相关的调查研究，组织前往军舰军港的观摩学习，主持海军纪念日、海军和海运事业等。一直到 1932
年，海军才有意识地扩充本部组织，整备全国支部组织网以扩大社会基础。但截至 1936 年末，海军协会也只有会员 18 万
人。二战爆发后，海军协会再次扩大规模，在日本国内及殖民地共建立 101 个支部，截止 1944 年 6 月，拥有会员 115 万人，
但所从事的主要是宣传、征求献金等活动，远未实现国民“统制”的功能( 土田宏成:「一九三〇年代における海軍の宣伝と
国民的 整備構想」，『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 126 巻，2006 年 1 月，第 53—66 頁) 。
由井正臣、藤原彰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4 軍隊、兵士』，岩波書店 1989 年，第 68 頁。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8070045300、改訂鎮台条例(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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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责任，在地方厅设置征兵课”①。以此建议为基础，1883 年 1 月各府县开始设置“兵事课”，强
化地方机构的兵事行政制度。在地方府县尚未设置兵事课的时候，兵政工作主要由各府县庶务课户
籍系来负责，基层户籍由户长管理，所以户长是兵政工作的基层负责人。每年年底，户长配合镇台
( 后来改为师团) 司令部派遣的征兵使、征兵副使、军医以及府县知事派遣的参事进行征兵工作。但
是，1883 年以后，各府县兵政工作全部交由本县兵事课负责，兵事课下设置“郡役所兵事担当书记”，

负责征兵宣传、征兵检查等工作。除征兵工作之外，兵事课还负责地方预备役、后备役军人的召集和
检阅工作。1886 年 10 月，陆军省正式颁布了陆军召集条例，制定了平战两时的召集制度，并将召集
方式分为六种，其中演习召集、补缺召集、教育召集、检阅点呼这四种召集方式属于平时每年都会进
行的召集，召集工作由军队各区长官和地方行政官员共同负责。相关规定要求预备役士兵在平时每
年进行一次 60 天以内的勤务演习，并接受至少一次检阅点呼②。如此，各地方行政人员不得不为兵
事所烦累，需要提前做好各种准备，研究相关手续，以应对每年的召集或者突然出现的召集活动。于
是县政府就必须经常汇聚各郡负责兵事的书记，召开兵事会议，使得兵事行政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

的工作内容之一。久而久之，兵事课同军队( 镇台及其后的师管区司令部) 的联系愈发直接，逐渐形成
为平行于地方政府的一条军政渠道，军队对于地方社会的了解、认知、监督都可以通过兵事课进行。

所以，上述两点内容使军队与地方行政系统、基层社会民众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在当时的阶段，

虽非刻意，却客观地建立起了军队国民“统制”的基础。紧接着，地方政府的兵事行政工作衍生出了
新的组织，即各地方自发出现的军人会，构成了军队“统制”国民的又一个途径。

如上文，征兵及召集制度使地方政府困于兵政之负担。为了减轻这一负担，同时也为更好地改
善人们对兵役的认识，完善兵政工作，军部和各地方政府从 1887 年开始鼓励郡、町、村级别的地方社
会设立自发的在乡军人组织。最早出现的地方在乡军人组织是滋贺县的尚武义会。尚武义会最初
由滋贺县退役军人在 1887 年 1 月创立，目的在于改正人们对征兵制的认识，宣传其积极色彩，并“奖
励滋贺县依照《征兵令》服役的人员，引导在乡后备役军人维持尚武精神”③。得知尚武义会建立的
消息，滋贺县兵事课对之进行鼓励，并要求尚武义会修改会则，增加了其为官方服务的色彩，进一步

明确了该组织的活动内容: 第一，宣传征兵制; 第二，援助服兵役者留守家属的生活; 第三，传达服役

士兵的名誉; 第四，援助战场死伤者及其家属④。其中第三项的具体做法是，连队将服役者在服役期
间的表现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尚武义会总部( 上文所述征兵区与连队所在地相同的特征为这种方法

提供了可能) ，总部再将之传达给郡、町、村的支部，最后送达其家属。如此，服役者有任何荣誉或羞
耻的事件，都会被邻里周知。这种刺激面子意识的做法，无形中扩大了国民对军队的认知基础。尚
武义会组织会则的内容，经过地方政府的认可，被公之于众。同时，尚武义会组织总部常设于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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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井正臣、藤原彰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4 軍隊、兵士』，第 116—121 頁。
由井正臣、藤原彰 :『日本近代思想大系 4 軍隊、兵士』，第 124 頁。1873 年《征兵令》规定，陆军分为常备军( 3 年) 、后备
军( 4 年) 和国民军( 最高 23 年) 三部分。常备军即通常所说的现役部队，其余为在乡军人。后备军属于在乡军人，须每年
进行一次屯营召集( 1873 年《征兵令》规定) 。1889 年《征兵令》在原来的基础上，将常备军分为现役( 3 年) 和预备役( 4
年) ，7 年的常备兵役结束后须再服后备兵役 5 年，其后服国民兵役至 40 岁。1927 年改《征兵令》为《兵役法》，重新确定各
个役种分别为现役、预备役、后备役、补充兵役、国民兵役四种，各役种服役年限也随之变化。
『兵事新報』第二号，奇正社 1887 年，第 10 頁。转引自霊山徳行: 「日本陸軍の在郷的基盤」，『法学研究』第 48 巻第 5 号，
1975 年 5 月，第 454—487 頁。
霊山徳行:「日本陸軍の在郷的基盤」，『法学研究』第 48 巻第 5 号，第 454—4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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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常设于郡役所，政府官员也直接加入到了尚武义会管理层中，担任各级负责人，向县厅和该地所

属的第四师团大津连队司令部负责。按照所缴纳会费的高低，尚武义会内部共设定名誉会员、正会
员、赞助会员、义务会员四种会员①，而组织的管理者必然是当地有实力的有产者，这类人对于地方基
层，具有军司令部和政府所欠缺的影响力，以其为骨干的组织自然能够非常有效地实现对地方的影

响。尚武义会的会则、负责人与骨干人员的身份，使其成为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它的存在大
大加强了军队影响与“统制”基层国民的基础。

此后，各地方在乡军人会纷纷成立，虽然在名称上有尚武会、军友会、奖武会、报国会、兵谈会等
区别，但性质和作用基本一致。另外，1889 年，军部开始推行一年志愿兵制度，要求志愿兵自己负责
筹措装备及从军期间的其他费用。能够自费参军的兵员，必然是出自当地相对富裕、对地方有较大
影响力的有产家庭。随着该制度的推广，家庭富裕、地方影响力较大的志愿兵退役人员自然成为各
地军人会组织的主要成员，再加上军人的组织性要远远强于其他民间自由组织，所以各地军人会组

织很快成为地方上最有力的组织系统。其帮助军队消除国民对征兵制的不信任和恐怖感、防止农民
逃避兵役、配合军队召集在乡军人、战时征发军用物资、援助伤残军人、抚慰军属，对于基层社会的影
响力日益强大②。军部利用兵事课和军人会，将其影响力的楔子打入“县厅———郡役所———町村役
场———国民个人”这条民政路径，把征兵与退役军人事务纳入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之中，奠定了军队
国民“统制”机制的基础。其后发生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为地方军人会组织的发展和巩固提供了
新的机会。截至 1906 年，类似组织在全日本有 4，367 个，1910 年发展至 11，364 个③，成为军部后来
构建的“帝国在乡军人会”的基础。

随着各地自设在乡军人会组织的增加，军部就开始考虑将其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并发展为

一个具有更多重性质的系统，这一工作最终由田中义一以其“良兵良民”的思想为指导来完成。1898

年 6 月，时任参谋本部第二部员的田中义一在其赴俄国留学前的欢送会上，较早提出了“发挥在乡军
人的军队教育效果，使之成为乡党的中坚力量”的构想④，并向山县有朋提出了相关建议。山县后来
命令前往德国留学的陆军省副官儿岛惣次郎留意德国的在乡军人会制度，儿岛在 1905 年回国后，提
出了相关报告。1906 年，陆相寺内正毅以儿岛惣次郎的报告为基础，将组织“帝国在乡军人会”的工
作交由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田中义一负责。田中义一从日俄战后到其担任第三连队长、第二旅团
长期间，就非常重视退役军人对于引领地方社会的重要性，称退役军人在地方“恰如投入池中之石
子，形成影响之波纹，感化人民，可在乡里间鼓吹军队之精神”⑤。他曾通过地方各种军人会，对地方
退役军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针对调查结果表示“两年间受到地方长官夸赞的退役军人必然是
地方的良民，可以说现在在军内培养良兵就是为将来培养良民，所以我们必须在军队内部培养良

兵”⑥，并将相关心得写成题目为《军队与地方社会》的小册子在陆军内部分发，产生了广泛影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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霊山徳行:「日本陸軍の在郷的基盤」，『法学研究』第 48 巻第 5 号，第 454—487 頁。
参见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A15111160700、陸軍一年志願兵取扱規則ヲ定ム( 国立公文書館) 。一年志愿
兵制度最早被写入 1883 年《征兵令》，并在 1889 年正式确立。该制度规定 17—26 岁在各学校学习的学生在接受检查后可
志愿参军，但需要自费所有军用装备，服现役一年即可完成兵役，并在退出现役后被编入预备役候补士官系列。
霊山徳行:「日本陸軍の在郷的基盤」，『法学研究』第 48 巻第 5 号，第 454—487 頁。
高仓徹一:『田中義一伝記』上巻，原書房 1958 年，第 399 頁。
田中義一:『壮丁読本』，小林川流堂 1918 年，第 131 頁。
藤井忠俊:『在郷軍人会 良兵良民から赤 ·玉砕』，岩波書店 2009 年，第 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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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田中结合儿岛的报告，以自己的军队经验为基础，推出了“良兵良民”主义思想。① 所谓“良兵良
民”就是指军队培养思想、品质、技能优秀的“良兵”，使其退役后“善用现实之精神、强壮之体力、有
益之知识，保持遵守规矩的习惯，成为乡党的中心，帮助父老、劝诱少年、引领刚健质实之风尚，促进
卫生、增进健康、劝诱产业、富裕地方，以协调一致之精神率先尽力于公共事业……以军队教育之精
神引领国民”②，该思想遂成为指导“帝国在乡军人会”成立的核心思想。

1910 年 11 月 3 日，由陆军中央指导的“帝国在乡军人会”正式建立③。根据《帝国在乡军人会规
约》，其组织包括总部、支部、分会三重结构，本部设立于东京偕行社内，支部设立于各连队区司令部，

分会设立于各市、区、町、村役所，本部和支部的负责人皆由现役军人担任，其目标包括发扬军人精
神、抚慰援助伤残士兵及军属等内容④。其后至 1936 年，帝国在乡军人会共 9 次修订规约，在 1917

年的修订中增加的内容包括: 将分会开设进矿山、工厂、会社中，在乡军人要负责协助连队司令部进
行征兵检查与检阅点呼，指导劝诱地方青少年，参与改善地方公益和教化事业，帮助发展地方产业，

增进人民知识等⑤。1925 年，新规约将维护地方公共安全也纳入到在乡军人会的责任范围内⑥。从
不断演进的规约内容可以看到，帝国在乡军人会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组织性”，庞大的组织吸纳了各
地方国民的中坚力量，如毛细血管一样，将军队的意志输送到全国每一个村庄和市街。另外，20 世纪
初期的日本基层社会中能够吸纳群众的有力组织比较少，在农村只有农会，在城市只有小规模的同

业公会，其他如青年会、妇人会、红十字会等虽也存在，但力量薄弱。所以，帝国在乡军人会建立之
后，很快成为基层社会的最大组织，确定了其对基层民众的“统制”功能。

下面以帝国在乡军人会若松( 福岛县会津地区) 支部和埼玉县所泽市松井村分会的具体案例，来

说明帝国在乡军人会对基层社会和国民如何起到“统制”作用。福岛县若松市 1909 年建立第二师团
所属步兵第 65 连队，1910 年底建立“帝国在乡军人会若松支部”。根据 1913 年的材料，若松支部共
有 13 个分会，会员 20，438 名，其中包括由连队长及其他现役军人充任的管理人员若干、由出身若松
的将佐级军人担任的荣誉会员 26 人、由地方政府各级官员担任的特别会员 869 人⑦。可以说若松支
部完全处于第 65 连队和若松地方政府的联合管理之下。帝国在乡军人会在基层社会的实际活动范
围，很多时候超过了《在乡军人会规约》的规定，除了组织军人葬礼、抚慰军属、援助贫困以外，还组织
村落内的共同作业。例如若松河沼郡若宫村 1915 年 6 月组织维修道路，参与工作的 66 名人员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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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1909 年，田中担任第三连队长时期，曾进行过“良兵良民”主义的实验，即通过在军内设立农场培养士兵农业技能，通
过与地方行政长官的联系，了解退役军人活动状况，改善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参见藤井忠俊:『在郷軍人会 良兵良民から
赤 ·玉砕』，第 31 頁。
高仓徹一:『田中義一伝記』上巻，第 408—409 頁。
实际上，早在 1907 年，陆海军就已经讨论了正式建立“帝国陆海军在乡军人会”的构想，但是二者之间对在乡军人会的性质
存在很大的分歧，使得陆海军在乡军人会拖延至 1910 年才建立。海军认为应该让在乡军人会成为独立的法人团体，保持其
自主性，反对现役军人参与管理; 而陆军则认为应该由现役军人担任在乡军人会各个机构的负责人，使之成为完全的军队

“统制”机构。双方分歧久拖不决，陆军终于在 1910 年抛开海军，单独建立了“帝国在乡军人会”。参见 JACAＲ( アジア歴
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7090102800、在郷軍人会設立の件( 1) (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15120139300、帝国在郷軍人会設立に関する趣意書 帝国在郷軍人会規 帝

国在郷軍人会に与へられたき特典(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2030812200、帝国在郷軍人会規 改正の件(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2031198000、帝国在郷軍人会規 改正の件(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猪巻恵: 「在郷軍人会の地域社会における確立過程について ———若松支部資料を事例として」，『現代社会文化研究 』第
31 号，2004 年 11 月，第 1—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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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名都是在乡军人，皆可称为自“良兵”转化来的“良民”。此外，在乡军人会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
是以军事思想引导当地青少年。担任若松在乡军人会支部长的福田彦助( 时任第 65 连队司令官，
1928 年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第六师团师团长) 曾经在报告中表示: “在乡军人须承担起
壮丁的感化活动，促进其增强体力，将青年的娱乐活动变成具有尚武性质的游戏，逐渐扩大在乡军人

会的工作范围”①。可见在乡军人会对地方青年少年的引导与教育功能。相比较于支部，分会的活
动更加具体。埼玉县“松井村在乡军人分会”隶属于“帝国在乡军人会熊谷支部”，其所在的松井村
在 1911 年前后拥有的 3，190 名村民中，181 名是在乡军人会成员。在乡军人是村中青壮年骨干，又
人数众多，其所在的军人会对村中事务自然发挥着重要的组织作用。例如，1911 年，陆军省要在松井
村设立气球研究所，其过程中购买土地、建筑场地等活动，都是由在乡军人会帮助陆军省完成的。再
比如，1912 年 11 月 15 日至 19 日，陆军举行了 10 万人参加的关东地区特别大演习，松井村恰好位于
演习区域的核心地带，松井村在乡军人分会在当地驻扎连队的指示下，负责演习服务工作。在其过
程中，在乡军人会的活动包括:①设定预算;②将村庄划分为四个区、设定四个管理所;③为演习士兵
分配宿舍;④分配食品;⑤慰问宿营部队;⑥担任军事警察助手。整个演习期间，在乡军人会实质上
代替村役所，成为村行政中心②。从若松支部、松井村分会的实例可以看出，在乡军人会建立后，很快
就发展成为地方基层社会的中坚力量，除了参与征兵、抚慰等有关的军事性质的活动以外，还成为了
社会公共事业的组织者。通过多次类似的活动，在乡军人会的国民“统制”组织这一属性益愈明显。
“帝国在乡军人会”的建立，贯彻了田中义一的“良兵良民”思想，至 1913 年，该思想被写入“军
队教育令”中:“军队教育者固然应以战斗为教育本旨，但亦须有培养良兵、塑造良民、陶冶国民之模
范典型的觉悟”③，体现出军部通过“良兵”塑造“良民”的意识，也折射出在基层社会各层级军队体系
实现国民“统制”的一种方式。

明治初期，日本政府追求富国强军，以天皇的名义推行的征兵制，实际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固

然不能被认为是由军部刻意为之的国民“统制”制度，但是征兵制及其衍生出的多种制度无疑为军队
后来的国民“统制”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军部在明治中后期通过对数次战争经验
的总结，认识到军队对国民“统制”的潜在能力，因而有意识地建立起“帝国在乡军人会”，利用其强
大的组织性，吸纳各地方国民的中坚力量，构建起对基层社会和国民的初步“统制”机制。

二、对役前青年的“统制”机制与“良民良兵”思想

上节介绍了明治时期征兵制的巩固与帝国在乡军人会的关系，并论述了军队以在乡军人会为工

具进行国民“统制”的机制。在该机制中，军队针对的核心群体是退出现役的在乡军人，那么针对尚
未服兵役的青年人，军队是如何构建“统制”机制的呢? 答案在于大正时期由军队直接参与的、多种
途径的青年军事教育机制。青年军事教育机制的核心思想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国家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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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巻恵:「在郷軍人会の地域社会における確立過程について ———若松支部資料を事例として」，『現代社会文化研究 』第
31 号，第 1—12 頁。
君島和彦:「在郷軍人会分会の成立と展開———1910 年前後の埼玉県松井村分会の事例」，『東京学芸大学 要』第 39 号，
1987 年 12 月，第 163—175 頁。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A13100072600、軍令陸第一号軍隊教育令( 国立公文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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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思想以及由之而来的“良民良兵”思想。

一战期间的 1915 年 9 月，陆军省组织“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欧洲军事形势。该委员
会在 1916 年 1 月出版了题为《欧洲交战诸国的陆军》的报告书，提出了“总体战”和“国家总动员”的
思想，其中特别强调对国民精神的团结和动员。报告在关于国民精神之团结、国家总动员的部分，指
出“总体战”就是以国民的“爱国奉公心”为基础的动员战，民心的动员是国家总动员的根基，并强调
“欧洲各大军队，完全因人民之本性而发挥其效用，受过健全的教育、习惯于遵守纪律而义勇奉公之
念愈深的国民所组成的部队，战斗力愈是强大，欧洲各国在开战前专念于青年教育，实为无上真

理”①。随着总体战战略在陆军内的推广，国民总动员思想愈发成为军部共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军部将“统制”对象指向了役前青年( 既包括不满二十岁而未服兵役的国民，也包括超过二十岁却因
接受教育暂未服兵役的国民) ，“统制”的方法则是军事教育。所以，针对青年的军事教育问题遂成
为一战后陆军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也成为军部有意识地构建国民“统制”机制的一个步骤。

1917 年 10 月，寺内正毅内阁召开临时教育会议，本拟解决学制改革问题，但是寺内首相和陆军
大臣田中义一为推动国民教育军事化的实现，趁机提出了在小学推行军式体操、延长小学教员及师
范学校学生兵役年限的两条议案②。该议案计划在对小学生推行军队式的体育教育的同时，加强小
学教师的军事训练和军国主义思想，最终将国民教育变成系统的军国主义教育的一部分。该计划虽
未被完全赞成，但“延长师范学校毕业生兵役期限至一年”这一议案被通过③。一战结束后，日本国
内社会迅速出现了反战、裁军的呼声，再加上普选运动、关东大地震等接二连三的事件的影响，使军
部未能在战后迅速推行国民教育的军事化。一直到 1924 年，日本政治进入短暂的稳定期，军部终于
等来了利用裁军再次展开行动的机会，其核心行动者就是宇垣一成。

宇垣一成在 1922 年 5 月至 1923 年 10 月担任教育总监部长，他在此期间将国民总动员思想中的
一部分总结为“良民良兵”思想并在军内推广。他指出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当以举国皆兵、国家总
动员之概念，先培养良民，从中获得良兵，致力于“良民良兵”主义的构建④。宇垣在向主管普通教育
的文部省推广“良民良兵”思想时，强调“当今农村青年思想荒诞，唯有服过兵役的年轻人，拥有比较
坚实稳健的思想”⑤，希望以军事教育塑造青年“良民”。1923 年 8 月，宇垣起草了《陆军改革私案》，

论述如何实现国家总动员，要求加强对青少年的指导和训练、派遣现役将校到中等以上的学校进行
军事教育、国库补助在乡军人会使之发挥多种作用( 维持军事教育效果、稳定地方治安、普及牺牲奉
公精神等) 等。⑥ 1924 年，开始担任陆军大臣的宇垣将上述改革案付诸实施，正式开启了针对役前青
年国民的、以塑造良民为目标的“统制”行动。具体而言，军部构建了两种“统制”制度，一种是“中等
以上学校陆军现役将校配属制度”，一种是“青年训练所制度”。
“中等以上学校现役将校配属制度”是指安排现役将校进入中等以上学校( 中等学校、师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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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軍事調査委員会:『欧洲交戦諸国ノ陸軍ニ就テ』，臨時軍事調査委員会 1917 年，第 132 頁。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A05021030500、各種調査会委員会文書·臨時教育会議書類·二ノ一速記録 自
第一号至第十号( 国立公文書館) 。根据 1889 年《征兵令》，师范学校毕业生和小学教员具有服 6 周短期兵役即可获得军曹
资格的待遇，1918 年起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役时间延长为一年，1927 年又改为五个月。
此前师范类毕业生只需服半年兵役。
宇垣一成:『宇垣一成日記 1』，みすず書房 1968 年，第 550 頁。
宇垣一成:『宇垣一成日記 1』，第 431 頁。
由井正臣:『軍部と民衆の 合』，第 1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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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高等学校、专门学校、实业学校、大学预科、大学、农商务省的水产讲习所、递信省的官吏养成所、

商船学校、殖民地各个学校等) ，强制学生接受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制度。1925 年 4 月 11 日，日本政府
以天皇敕令的形式公布了《陆军现役将校学校配属令》，强调以此“明确国家观念，振奋献身奉公之
精神，养成国民服从命令的风气，增进国防能力”，“献身奉公”、“服从命令”等规定充分体现了该制
度培养“良民”并实现国民“统制”的目的。其后，原本不在配属令范围内的学校，例如各种私立学
校、宫内省所管辖的学习院、内务省所管辖的神宫皇学馆等，也请求军部安排现役将校入学负责军事
教育。① 短时间内约有 1，300 多名现役军人被分配到各个学校担任军事教官。② 该制度的存在，等
于将所有的役前在校( 不包括职业学校) 青年纳入了军事教育的体系内。

现役将校进入各级学校之后，开始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军事教育，以实现对青年的“统制”。根据
文部省的训令，现役将校所教授科目包括: 以步兵操典为基础的各种队列训练、射击训练、战阵中的
勤务训练、旗语信号训练、距离测算、绘图、马术、军事讲演、战史、兵器保养法、卫生及急救法、结绳
法、手榴弹掷弹法、各种军事设备运用法、军事演习观摩、野外军事训练等。③ 按照课程规定，从中等
学校到大学，每周须进行三小时左右的训练、每年进行四至六天的野外军事训练。在军事训练的过
程中，现役将校会将自己在军队所学到的军国主义思想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青年学生，造成军部对青

年学生思想“统制”的必然结果。从内容上看，“现役将校配属制度”无异于将简化版的陆军士官学
校课程引入了普通校园，其最终的效果就是将学校变成兵营，在国民教育中种下军国主义的种子。④

在实行现役将校配属制度的同时，陆军省还公布了“陆军现役将校配属学校教练查阅规程”⑤，规定
各连队长要派人对其管区内的学校配属将校及其工作进行每年一次的查阅。因为查阅结果直接影
响到对学校的评价，所以各个学校及配属将校对于查阅非常重视，常常为应对查阅举全校之力进行

训练。查阅官每年 4 月 20 日之前将查阅报告提交给连队长、师团长，师团长在 5 月 10 日之前将多个
学校的查阅报告进行总结并层层上报。如此这般，军部对于学校的军事教育情况就有了最根本的掌
握。除此之外，配属将校对于学生训练成绩的处理方式，进一步加深了军队对于青年人的“统制”程
度。按照规定，某个学生的军事训练成绩须从其他成绩中独立出来，在该学生毕业时，由配属将校制
订成册，在 3 月 31 日之前提交给学生所在地的连队长、师团长，师团长在该学生未来服兵役时，将之
提交给该学生所在的基层部队以为参考。⑥ 相应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向青年国民灌输“服从命令”
“献身奉公”等军国思想以塑造“良民”; 一方面将所有在校青年人的信息纳入到了统一的军队监管
体系内，对于军队构建“统制”性的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这一制度是日本军队在 1920

年代所构建的国民“统制”机制的重要一环。
现役将校的学校配属制度，构建了对中等以上学校青年的“统制”基础，那么，针对中等以下学校

或者已经进入社会工作的非在校青年，军队做了怎样的“统制”机制的构建呢? 答案就是青年训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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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2031223500、学校教 振作の為現役将校配属に関する件(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秦郁彦等編:『日本陸海軍の生態学——— ·戦闘·事件』，中央公論新社 2014 年，第 56—62 頁。
1885 年起，文部大臣森有礼就在师范学校内引入了以步兵操典为基础的“军式体操”，1911 年，文部省将军事训练引入体育
教学，使之与体操分离，但教授人员多是在专门的“体操传习所”训练的体育老师或者退役军人，训练参差不齐，流于形式。
在 1925 年之前，学校内并没有系统的军事教育。参见平原春好:『配属将校制度成立史の研究』，第 110—121、138 頁。
岩波書店:『岩波講座現代教育学 5』，岩波書店 1962 年，第 175 頁。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2031225800、陸軍現役将校配属学校教 査閲規程制定の件(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2031227600、学校教 成 の通知等に関する件(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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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青年学校) 。

军部构建的青年训练所是针对 16—20 岁的非中等以上学校在校青年进行军事思想教育和训练
的场所，其存在的社会组织基础是各地方的青年团。自江户时期开始，日本地方社会就有自发的青
年团负责地方公共事务。这些地方性团体在甲午战争时发挥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并在日俄战争
期间进一步活跃化。为统一管理相关团体，日本政府在 1915 年 9 月向全国地方政府下发了“青年团
指导发展文件”“青年团相关通牒”。① 在此基础上，文部省于 1916 年 1 月组织了各地青年团的统一
机关“中央报德会青年部”。其后又经过数次改革，在 1925 年 4 月 15 日成立了以地方青年团为主体
的“大日本联合青年团”，统一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推动“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成立的主要人物
是田中义一。1914 年 8 月田中义一在结束了为期四个月的考察后，对德国的青年组织和青年教育有
了深刻的认识，回到日本后认为有必要重整日本已有的青年组织，将其发展为一个进行思想“统制”

的机构，并为此写作了《社会的国民教育·一名青年义勇团》一书来推广其想法。在该书中，田中将其
构想的青年团设定为 20 岁以下青年的团体、被指导而非自治的团体、与帝国在乡军人会相连接的团
体、以“统制”思想为目的的团体、军事的预备教育团体②。所以“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成立后，由田中
担任常务理事，使各地青年团后来的活动带上了浓重的军事色彩。“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指导各地方
青年团进行的活动一般包括: 军事祭祀( 招魂祭等) 、军事讲座、军属安抚、陆军纪念会、武道会、模拟
国会、运动会等，相应活动大多与在乡军人会共同组织，使地方青年团渐渐成为在乡军人会的连体机
构③。一次又一次的活动将青年团的组织化程度加深，也就使其具有了“统制”的属性，紧接着就变
成了军部进行青年军事训练的社会组织基础。
“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成立大会上，理事会通过了《青少年国民训练实施纲要》④，要求各地青年
进行军事训练，响应了军部所构想的青年军事教育、思想“统制”方针，而真正推行军事训练的机构就
是青年训练所( 青年学校) ⑤。1925 年 12 月 18 日，军部向文政审议会提出了“青年训练相关施设
案”，要求建立青年训练所、加强社会青年的军事训练，并得到批准。⑥ 1926 年 4 月 9 日，日本政府颁
布了《青年训练所令》，规定“青年训练所之目的在于锻炼青年身心，提高国民素质; 公立青训所设置
在每个基层行政区的基层学校内，私立青年训练所经文部大臣同意亦可选址设立; 16 岁至 20 岁的、

不在中等以上学校求学的青年，须进入青年训练所接受训练”。⑦ 4 月 20 日，文部省颁布了《青年训
练所规定》，要求青年四年内在青训所学习修身及公民科目的时间要达到 100 小时、职业科目达到
100 小时、普通科目达到 200 小时、军事训练时间达到 400 小时⑧。可以看出，军事训练是青训所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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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仓徹一:『田中義一伝記』上巻，第 609 頁。
田中義一:『社会的国民教育·一名青年義勇団』，博文館 1915 年，第 140—149 頁。
米田俊彦:「青年訓 所·青年学校と高橋峯次郎」，『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 101 号，2003 年 3 月，第 193—
209 頁。
厚:「大戦期間における陸軍の国民動員政策」，『軍事史学』第 11 号，1982 年 3 月，第 13—25 頁。

1935 年，青年训练所与实业补习学校合并，改称为青年学校，为中等以下学校青年的军事训练进一步提供了便利条件。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A05021066100、各種調査会委員会文書·文政審議会書類·十二文政審議会議事
速記録( 国立公文書館) 。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A14100041800、青年訓 所令ヲ定ム( 国立公文書館) 。进入青训所的青年主要是
已经工作或者在实业学校学习的青年，所谓训练，是指他们须在特定的时间到青训所进行学习，四年内完成固定学分，而不

是一直呆在青训所内。学分修完合格的青年，可缩短半年兵役。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A14100041800、青年訓 所令ヲ定ム( 国立公文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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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修业科目，其内容同上文所论述的学校现役将校配属制度下的训练内容完全一致。为了保障训
练效果，军部还制定了《青年训练所查阅制度》，规定查阅须由陆军现役将校负责，至少两年一次，具
体的查阅方法和学校现役将校制度下的查阅方法一致，即将青年人成绩汇集成册，并先后交到连队

司令部、师团司令部、青年人未来服役的部队长官手中以监督青年思想、体能、军事教育状况。青年
训练所的建立表面上是由文部省主导的，但是训练的实际执行者都是现役将校或退役军人，他们向

地方层级的连队负责，按照军部的要求对青年国民进行身心的训练。此外，查阅制度的建立，进一步
将青训所的运营纳入了陆军的监管范围内，使青年训练所成为陆军宣传国防思想、实行青年“统制”
的机构。因为有“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和各地方青年团这样的社会组织进行统一引导，青年国民很容
易就被纳入到青年训练所接受训练。根据文部省的调查，截止 1928 年 1 月，全日本共有公立青训所
15，606 所，职员 14，503 人，指导员 87，770 人( 其中 35，691 人是在乡军人) ，学生 923，413 人，私立青
训所 172 所，职员 168 人、指导员 1，614 人，学生 13，164 人①。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青年训练所在
基层社会普及的广泛性以及军部国民“统制”机制的初步有效性。

从教育内容和管理方法上可以看出，学校现役将校配属制度和青年训练所( 青年学校) 制度，具

有完全相同的性质，且都是以塑造、监督“良民”为目标。被塑造的“良民”在 20 岁后进入军队成为
“良兵”，继续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学习“服从”与“奉公”，退役后立刻被网罗进“在乡军人会”，再次
成为军队影响、引导、“统制”基层国民的核心“良民”。这样军部就以各层级军队为依托，利用青年
训练制度、征兵制度、在乡军人会制度，按照服兵役前、服役中、退役后三个时段，将青壮年国民完全
纳入到了一个“三段式”的“统制”机制内，塑造为社会的“良民”、军营的“良兵”。在这个机制内，
16—40 岁的青壮年无论身处何处、从事何等职业，都能在军部的“花名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处
于军队的监督、“统制”的范围内。日本的“兵营社会”至此完全建立。

大正时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总体战”战略下的“国家总动员”思想成为政府改革文
教的动力，军部趁此机会提出“良民良兵”思想，并以之为指导制定了青年军事教育、军事训练的计
划，在政府的配合下构建了“中等以上学校现役将校配属制度”和“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各地方青年
团组织下的“青年训练所制度”，使青年国民的组织、教育、监督与地方基层连队挂钩，从组织的角度
实现国民“统制”的同时，更强调对青年人的思想“统制”。

三、镇压反军运动、侵华战争与国民“统制”机制的巩固

截至 1926 年，陆军已经将针对入伍前的青年、现役中的士兵、退役后的在乡军人的国民“统制”
机制构建完整，后来又经过了以下历史阶段，进一步将其巩固: 第一，镇压反军运动期间; 第二，“九
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期间; 第三，从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期间。
第一，1928 年起，日本社会以及军队内部出现了一股反军反战风潮，陆军在镇压与引导这股社会

风潮的过程中，首次试验了服兵役前、服役中、退役后这个三段式的国民“统制”机制的有效性，并巩
固了其“统制”力度。一战期间日本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一战后的国际反战思想、共产
主义思想的传播，使社会反感军人，军人社会地位大为下降。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在 1926 年的日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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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学者称战争的混乱使学艺衰退而讨厌战争，政治家反对军费过重而讨厌军人，文官猜忌军人
夺取权力而待军人如外人，道德家厌恶军人服装佩剑等生活方式，农民讨厌军队召集其子弟当兵，人

民讨厌担负军费而越来越主张军备无用，长期的和平使人们忘记了军人过去的功绩。”①1928 年始，

反军风潮更加激烈，并波及军队内部，军内反军事件随之增加。根据宪兵司令部的记载，军队内部反
军事件从 1928 年的 394 件，增加至 1932 年的 2，437 件，如图 1②所示。对此，军部采取了下列应对
方法。

图 1 军队内部反军事件数量变化图( 1920—1932)

首先，陆军省和教育总监部向各师团司令部提出了思想监管和引导规定，要求各师团加强师管

区内思想审查力度。第八师团在 1929 年 7 月向陆军省提交的《第八师团思想业务处理要领》中称，
该要领根据 1928 年 7 月 28 日“陆密第 307 号文件”的要求搜集资料后做成③。由此可见，至少在
1928 年 7 月，陆军省就已经向各师团提出了具体的思想审查规定。根据第八师团的反馈可知，陆军
中央所提出的纲领要求在师团司令部内设置思想业务主任一名，负责调查及联络司令部和部队的工

作，且思想业务主任须与所在地的宪兵队和地方官宪紧密联系以收集资料，并向上级报告。同时，还
具体规定了师团司令部、各连队区卫戍司令部、各基层部队队长、征兵检察官、“检阅点呼”负责人、在
乡军人会负责人、宪兵分队司令等各个机关在思想监察工作中的工作内容和责任。具体而言，思想
业务规定要求，各连队区司令部负责将现役军人、在乡军人、青年训练所、学校教练部、思想政治及劳
动诸团体的材料进行区分整理，向上级进行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被调查对象的家庭状况、个人生平、
左倾思想动机及所属关系、服兵役前的职业及行动、是否接受过学校训练及青年训练、入队的改变情
况等，上述内容被汇总为各种调查表，如《在乡军人要注意人员名簿》《地方人要注意人员名簿》《要
注意壮丁名簿》《要注意学生名簿》《管区内思想团体调查表》《劳动团体调查表》《政党团体调查表》
《农民团体调查表》《各团体地理位置要图》《管区内主要言论机关一览表》《管区内外国人调查表》
《各工厂内团体调查表》等。从这些名目繁多的调查表就可以看出，基层连队不仅监督兵营内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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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垣一成:『宇垣一成日記 1』，第 526 頁。
大谷敬二郎:『昭和憲兵史』，みすず書房 1979 年，第 6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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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也要通过在乡军人会、学校现役军事教练、青年训练所等监督其所在地的基层国民。这种监督的
严密性还可以从当时的“检阅点呼”过程中来了解。原本仅负责预备役、后备役军事素养检查的“检
阅点呼”制度，在 1929 年开始成为对在乡军人进行思想监管的制度。第十师团司令在 1929 年的“检
阅点呼”报告中就非常详细地呈现了其下各个连队区负责的各个市郡的整体思想状态，并列述了各
地须注意的可能有思想问题的人员的详细情况。比如针对兵库县姬路市加东郡、多可郡，报告称“姬
路市参加检阅点呼的军人中有三名需要注意……”紧接着详细介绍了三名具有反军思想的预备役军
人的情况，最后对其中一个名叫小松原弘的预备役辎重兵进行评价，称“此人担心被抓捕，平时装作
极其柔顺之人，但非常重要之际，即窥伺机会积极活动以期实现其主义思想”，要求对该人继续注
意。① 由此可见基层连队对国民监督之严密。调查与监督是实行“统制”的基础，已经完善的“统制”

机制是调查与监督得以推行的平台。在应对反军运动的过程中，基层连队利用像“筛子”一样的“统
制”机制将国民中的“要注意人员”逐个筛选出来，对国民“统制”机制进行了一次“操练”，验证了其
有效性。

其次，将宪兵审查引入到了社会监管和“统制”机制中。宪兵制度是日本模仿法国在 1881 年建
立的军事警察制度，本来宪兵只负责对军队的监管，但是后来不断扩大权限，逐渐成为辅助军队“统
制”社会的机构。1929 年 10 月宪兵司令部提出了《昭和五年度宪兵警备计划》，在警备任务第一项
中要求“平时秘密进行调查和情报工作，主要负责弄清楚各种团体、言论机关( 报纸、杂志及其他刊
物) 、通信机构、结社团体、出版业者、印刷所、广播、电影及需要注意的人物的性质、内容、系统，查明
一般社会动静中反军思想( 策动) 的倾向”。② 而这些内容在之前 1927 年 12 月制定的宪兵警备计划
中是不存在的③。宪兵的社会监管与“统制”程度之严密，令人印象深刻。例如 1929 年 5 月，宪兵分
队报告称“第二十师团管区内有个叫戎谷春松的 22 岁的年轻人，原来是食堂伙计，1928 年 3 月参加
了旧劳农党，中间研究共产主义思想，出入于劳动组合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最近开始服兵役并进入

了朝鲜平壤步兵第 77 连队，请求予以注意”。④ 又比如，1929 年 11 月东京麹町宪兵分队发现陆军省
和参谋本部附属的小林印刷所有五名印刷工人私下阅读社会主义类书籍、拥有反军思想，遂将之告
发，使印刷所解雇了上述人等并加强了对职工雇员的审查力度。⑤ 再比如，1930 年 7 月，鸟取县宪兵
分队报告称国际妇联委员会委员美国人夏普利在鸟取县演讲时，表示反对高等学校内的军事教练制

度，煽动听众的反战情绪，请求予以注意。⑥ 另外，自 1929 年起，宪兵分队被要求就地方国民思想状
态等问题，同陆军各地方的连队区司令部加强合作⑦。也就是说，从 1929 年起，军部将原本只负责监
督军队的宪兵引入到国民“统制”机制中，为该机制又增加了一条新的监督渠道。各地宪兵分队对东
京的宪兵司令负责，宪兵司令又向陆军大臣负责，所以，整个“统制”体制完全在军部的控制之下，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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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1003854800、昭和四年度第十師管地方簡閲点呼場に於ける思想状況送付の件
(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1003891800、昭和 5 年度憲兵警備計画訓令の件(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1003894700、憲兵警備計画策定要領制定の件(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1003852300、労働要注意人入営に関する件(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1003854700、小林印刷所職工中思想要注意者発見の件(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1003898100、学校教 に反対なる意見を講演する米人女宣教師の件( 防衛省防
衛研究所) 。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C01003891800、昭和 5 年度憲兵警備計画訓令の件(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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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对反军思想的镇压而得以巩固。

第二，利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机会，开展大范围的“国防思想普及运动”，再一次
“操练”了国民“统制”机制，并在其中加入新机构予以完善。“九·一八”事变的发生，给军部提供了
大肆煽动侵华舆论的机会，使日本侵华思想在排外热、军国热、国家危机论的影响下日益高涨。军部
趁机再次利用国民“统制”机制，加强了对国民的思想“统制”力度。首先，军部推出了“国防思想普
及运动”，命令各地在乡军人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演讲，以“普及国防思想，正确引导国防观念”为口
号，煽动国民支持侵华战争。从 1931 年 9 月 18 日到 10 月 23 日，全日本各地共召开演讲会 1，886

次，听众数量达 1，655，410 人①。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继续加强了上述活动，由此而使国
民思想趋向统一、协调，正是军部国民“统制”的本意所在。其次，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的 3 月，

军部主导在大阪成立了“大阪妇人会”( 领导成员均是军部高层将领的夫人) ，10 月又将之改编为“大
日本国防妇人会”，并扩展到全国的基层社会。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以后，在乡军人大量出征，国防妇
人会遂成为军队“统制”基层国民的重要组织。其后，军部不断通过青年团、青年训练所、学校配属现
役将校，普及所谓的“国防思想”，组织未入伍的青年加入“铳后奉公会”，使之在一次次的武器献纳、

防空演习、国防讲座、军事野外训练、出征士兵欢送会及家属抚慰等活动中接受“统制”。日本以外，

在乡军人会积极参与军部所推动的“满洲建国”和“武装移民”运动，将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快速
地扩展到了侵略地，增强了军队的国民“统制”力度。

第三，“国体明征运动”与军队国民“统制”机制作为军部政治干预工具的成型。在乡军人会在
推行“国防思想普及运动”的过程中，内部又先后出现了一些以影响政治为目标的团体，例如新泻县
高田连队区在乡军人会组建的兴国会、退役大将田中国重组织的明伦会、退役中将高田丰树组织的
皇道会、退役炮兵大佐小林顺一郎组织的三六俱乐部等。② 这些团体以在乡军人会为基础，以宣扬国
家主义、反对裁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抵抗国联压力为目标在地方上进行活动，不久后就成为军部
利用来打击反对侵华论者、社会主义者、政党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工具。1933 年军部与政党矛盾尖锐
化，为此陆海军于当年 12 月联合发表了“军民离间声明”，称政党政府离间地方民众与军队的关系，

展开对政党的抨击③，军政矛盾持续发酵，至 1935 年军部的批判对象已经扩展至自由主义思想。
1935 年初，军部批判东京大学宪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及其“天皇机关说”，称其“有悖国体”，煽动各
地在乡军人参与批判运动，并要求内阁“明征国体”。④ 当时的内阁首相冈田启介原本对批判“天皇
机关说”持保留态度，但是在乡军人会对冈田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4 月 23 日，在乡军人会本部发
布《关于大日本帝国宪法解释的见解》15 万册，批判“天皇机关说”，强调“天皇主权说”，抗议冈田内
阁。在此压力下，冈田内阁对美浓部达吉进行了行政处分，并两次发表声明，彻底批判了“天皇机关
说”。⑤ 至此，军部将在乡军人会这一国民“统制”机制中的核心机构政治化、工具化，拥有了发动国
民运动的力量，在批判“天皇机关说”的同时，实现了对政治的干预。这意味着军队的国民“统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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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の開幕』，小学館 1988 年，第 112 頁。
由井正臣:『軍部と民衆の 合』，第 181 頁。
「果然、議会解散論陸軍内で起る《非常時を担当するように政府·政党を改造せよと」( 1933 年 12 月 18 日) ，『大阪時事
新報』，神戸大学 済 営研究所新聞記事文庫藏，議会政党および選挙( 39—078) 。
増田知子:「天皇機関説排撃事件と国体明徴運動」，『名古屋大学法政論集』第 173 号，1998 年 3 月，第 171—219 頁。
由井正臣:『軍部と民衆の 合』，第 187—189 頁。



近代日本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及其演进

制在影响、引导基层国民的同时，也开始成为一个政治工具，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军政关系的变
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成熟化的国民“统制”机制建立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军部的国民“统制”机制因而发生了新
的变化。首先，在乡军人会的“统制”力量弱化，爱国妇人会和青年团的“统制”作用增强。侵华战争
爆发以后，陆军在两个月内就下发了 4 次征召令，越来越多的在乡军人被送往中国前线。所以，在乡
军人会主体缺失，难以完成国民“统制”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国妇人会和青年团就担当起上
情下达、抚慰军属、普及战况、组织国民献金与欢送会的任务。其次，青年国民成为主要的“统制”对
象。1939 年 4 月，开始实施“青年学校义务制”，强制要求未进入中等以上学校的青年( 13—19 岁) 不
分男女，必须在青年学校完成一定量的军事学习。① 相应的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军部对社会青年的管
理与“统制”，为日后青年人走向战场或走向“劳务统制”提供了条件。随后，在中等以上学校经过现
役将校培训的青年人逐渐也成为了被召集人员。1943 年底，政府修改《兵役法》，废除了在校学生延
期服兵役的规定，要求满 20 岁的青年人必须进入兵营。② 再次，内务省的“统制”机制( 邻组———常
会机制) 代替了军部“统制”机制，发挥国民“统制”的作用。随着战争的进展，日本政府认识到对基
层国民“统制”力度需要进一步强化，为此，内务省在 1940 年 9 月颁布了“邻组强化法”。规定 5 到
10 家组成一组，负责上情下达、促进团结、征收物资、“统制”思想、相互监督、组织防空活动等，将政
府的国民“统制”单位缩小到了每一个家庭。同时，制定了“常会制度”，要求由“常会”代替过去的各
个组织团体会议。常会按照行政级别、组织团体、出席人员的不同，分为多种类型，基层社会的常会
由每户户主参加，会议内容包括遥拜、祈祷、捧读敕谕、商量地方对策、战争物资征收讨论等内容，是
帮助“邻组”发挥作用的一种会议形式。③ 战争的进展带来军政一体化，内务省所推行的“邻组—常
会”的机制，代替了军队所构建的其他组织，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统制”基层社会的工具④。太平
洋战争末期，日本政府又组建了国民义勇队、铁血勤皇队、少年护乡队等具有战斗性质的国民组织。
1945 年 6 月，日本政府为实现其“一亿玉碎”战略，颁布了《义勇兵役法》，规定男子从 15 岁到 60 岁，

女子从 17 岁到 40 岁，皆须编入国民义勇战斗队⑤，进一步加紧国民“统制”力度，几欲置全体国民于
死地。

四、结 语

日本传统社会的特性与近代构建起来的国家框架，将一般民众与军事乃至于战争机器捆绑在一

起，为军国主义蔓延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条件下，军部根据对外学习的成果和自身的战争经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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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A03021980900、御署名原本·昭和十年·勅令第四一号·青年学校令( 国立公文書館)。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A03010130900、在学徴集延期臨時特例ヲ定ム( 国立公文書館) 。1927 年，日本政
府颁布《兵役法》代替《征兵令》。
長浜功:「小集団の国家的再 成———太平洋戦争下の常会·隣 」，『東京学芸大学紀要』第32号，1981年3月，第57—72頁。
关于战时日本政府的国民“统制”机制、国民总动员机制，还须有专门的文章来进行研究，此处限于文章篇幅，不拟展开论
述。另外，本文所涉及的多种制度，均有极为复杂的构建过程，其具体内容绝非一篇文章所能概述，本文所着眼者，是该国
民“统制”机制的整体构造。
JACAＲ(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ef． A04017708200、御署名原本·昭和二十年·法律第三九号·義勇兵役法( 国立公文
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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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渐进地、有目的地制定了针对国民的“统制”制度，在交由政府相关机构审议后，以天皇名义公布，

为之赋予国家权威色彩，再由军部所控制的各层级军队体系执行，实现了日本近代“国家统制”这一
体系内“军队的国民统制”这一面相，构建起军国主义的一角。所以，本文所述各种制度及其构建起
来的国民“统制”机制虽然最终体现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意志，但国家是一个概念，军部与各层级军队
才是文中各种制度的发起者、制定者、执行者。

明治前期，军政高层职权界限模糊，西乡隆盛等领导人构建的“征兵制”固然不能被认为是军部
刻意制定的国民“统制”制度，但是“征兵制”是后来衍生出的各种制度的基础。明治中后期的“在乡
军人会制度”就是在征兵制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它的存在贯彻了军部的“良兵良民”思想，便利于
军队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实现对退役军人的“统制”，退役军人又是在基层社会中拥有中坚力量的国
民，所以这一制度对于军队的国民“统制”作用重大。大正时期，高层军人职业化，有意实现军队自身
对国民的影响，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而产生“良民良兵”思想，追求以军事教育塑造青年国民以
作战争准备，所以构建起“中等以上学校现役将校配属制度”“青年训练所制度”，从社会思想的角度
实现了对役前国民的“统制”。至此，军部就构建起了以征兵制为核心，以“良兵良民”思想和“良民
良兵”思想为指导，以服兵役前的青年、现役士兵、退役后的在乡军人为对象的国民“统制”机制，并
依赖各地方师团、基层连队来推动这一机制的运转。昭和初期，军部在对内镇压“反军运动”、对外推
行侵华战争的过程中，进一步操练、验证、补充了该机制，加强了“统制”力度。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

军部能够更加熟练地运用这一机制，以其操纵国民，以国民影响政治，使之演进至“完善”。

日本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塑造了近代日本“兵营社会”的特性①。在此兵营社会中，任何一
个 16—40 岁的男性都能在军队的“花名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非战争时期，军队利用这个机制
来引导和控制民众思想、维护社会安定、保持国民组织的军事属性，在战争时期，就以之为工具误导
民众的战争认识、征集战争物资、扩充作战人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
一步加强国民“统制”，军队的国民“统制”机制进而与政府的机制走向融合，最后形成的“统制”体
系，对于战后乃至今天的日本社会，亦有重要影响。

［本文作者郭偱春，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副教授。］

( 责任编辑: 张艳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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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兵营社会”一词由日本学者大江志乃夫提出。参见大江志乃夫:『天皇の軍隊』，第 77 頁。



Guo Xunchun，National“Control”Mechanism of the Japanese Army in Modern History and

Its Evolution

Since 1873，Japan began to implement a conscription system． Since then，the Japanese army

authorities h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a national “control”mechanism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mechanism founded by the Interior Ministry． During the Meiji period，the military department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echanism through strengthening the conscription system and building a management

system for retired soldiers． In the Taisho period，it strengthened this mechanism by establishing a pre-

service youth“control”system． Furthermore，in the early Showa period，it suppressed the anti-army

movement in virtue of propagating overseas wars to verify and consolidate this mechanism． Using the

conscription system as its core，such mechanism is guided by the ideas of“good soldiers are good

citizens”and“good citizens are good soldiers”，took youths before military service，soldiers in active

service and veterans association as targets，and relied on local divisions and regiments and the basic-

level companies for maintaining the operation． This constituted a pillar for the modern Japanese army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and launch overseas wars．

Qu Liang and Zhang Chenghao，Granulated Sugar Industry and Southern Expansion of Modern

Japan

The“Southern Expansion”of embezzling，occupying，and operating the vast south area of the

Japanese mainland is one of the main expansion routes of modern Japan．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was formulated around the“Southern Expansion”by political，military，and financial sectors．

However，sugar has always been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Japan＇s southward expansion，and i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stages of the Meiji Ｒestoration，the Produce and Prosper，the invasion of the

South Seas and the Pacific War． In early modern period when the Satsuma Domain took control of the

Ｒyukyu，its monopoly on the sugar trade and business wa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the Meiji Ｒestoration．

In early Meiji period，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ugar industry in Japan，driven by the“Produce and

Prosper”policy，led to a need for more suitable lands for sugar cane cultivation and a focus o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including Ｒyukyu．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 1894 － 1895) ，Japan

invaded Chinese Taiwan and deployed a series of sugar industries，meanwhile，it used Taiwan as a base

to move into the South Seas，which led it to a path to expand southwards and eventually launch the

Pacific War． The issue of sugar in the process of Japan ＇s Southern Expansion involved changes in

frontiers，colonial policy，domestic and foreign economic strategy，and national fuel policy，which

became one of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ransition of Japan＇s Southern Strategy． However，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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